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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文章在全球华语学的视角和框架下,立足于跟华语语言观密切相关的理论建

设,主要着眼于“本体”及其研究,对华语研究中已初步形成的三种观念和思想,即祖语

观、资源观和历时观进行讨论,对这三个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与探索提出作者的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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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规模的华语研究自从 20 世纪末开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其理论思考与探索,祝

晓宏、周同燕(2017)结合近十年来的研究把上述思考与探索概括为华语名称的确立、研

究方法论的追求、华文教学性质的廓清、华语社区的提出以及华语规范观的演变等多项

内容。 本文主要着眼于华语的“本体”及其研究,立足于华语语言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

三个方面,即华语的祖语观、资源观和历时观,简称“三观”,来对相关认识作一简要回顾,

对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一、祖语观

20 世纪末,国外的 heritage
 

language 概念开始引入我国,进入本世纪以来,相关的研

究陆续展开。 在国内,先后产生多种不同的翻译形式,如“遗产语言” “传承语言” “祖籍

传承语”“祖裔语言”“祖裔语”“继承语”“祖语”等。 美国学者费什曼把 heritage
 

language

分为三类,其中的第一类是移民 heritage
 

language,所举的例子就是华裔使用的汉语(高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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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这样,就把海外华裔使用的汉语(华语)定位为 heritage
 

languag,而此后的相关研究

均在这一基础上展开。

到目前为止,对 heritage
 

languag 阐述得最全面、最完整的是郭熙(2017)。 在众多的

译名中,郭文选取“祖语”,并特别说明是用其字面上的“祖传语言”之义,即指“社会主体

语言之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辈语言”。 文章认为,“祖语”之名结合能力更强,更易构

成概念链术语群,而此类术语的语义透明度也比较高,容易“见字明义”。 郭文指出,海外

华语作为祖语,在性质上具有历史性、象征性和资源性,另外具有边缘性和需要学习的特

点,它的传承类型有完全传承、传承中断和完全隔绝三种。 郭文还指出,祖语和祖语传承

的复杂性带来其传承研究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家们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祖语问题。

时至今日,把华语定位为祖语的“祖语观”已经初步形成,相关研究基本都是在华语

文教学以及社会语言学范畴内进行的,而着眼或立足于华语作为祖语的本体研究基本还

属空白。 然而,在我们看来,祖语观不仅是给华语定位,同时也给认识华语带来了新的视

角,而由此也必然带来新的思考和新的认识。 以下围绕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初步讨论。

1. 1　 关于华语的原祖语问题

郭熙(2017)指出,祖语有原祖语,也有变异或本土化后的祖语。 毫无疑问,海外华语

应属于后者,即变异或本土化后的祖语。 在我们看来,前者应该是后者的基础,其意义可

以按“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 (见《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来理解。 那么,现在的问题

是,作为海外华语“基础”的原祖语是什么? 就现在所见,主要有两种认识与表述,均见于

给华语所下的定义。 一种是“单基础论”,代表者为郭熙。 郭熙(2010)表示,“我们现在

倾向于把‘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言’”,2010 年出版的《全球华语

词典》就采用了这一定义①。 另一种是“双基础论”,以李宇明为代表。 李宇明(2014)的

华语定义是“以普通话 / 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后以序言形式写入 2016 年

出版的《全球华语大词典》中。 至于“国语”的具体所指,李宇明(2017)明确为等于“上世

纪前半叶的老国语+当今的台湾国语”。

笔者曾经撰文专门讨论华语的基础问题,虽然也持“单基础观”,但与郭熙的观点不

同。 我们的华语定义是“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 (刁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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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过,郭熙后来又表示,他这一定义中的“普通话”有时也可以根据情况指“国语”,这样似乎就与下边

介绍的李宇明的观点走到一起了。



(2015),此后还从较多的角度与方面对此作过进一步的论证(刁晏斌 2018a:32—49);而

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我们根据近年来对东南亚华语特别是其历史的考察研究,把华语

简约地定义为“以传统国语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 这里的“传统国语”与前引李宇明

(2017)的“上世纪前半叶的老国语”所指相同,而它才是华语的原祖语。

明确华语的原祖语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明确它从哪里来的问题,这对于华语研究非

常重要。 总体而言,是确立华语的基础,进而给它确立一个基本的“底色”和“背景”,同

时也是一个“框架”,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从一个方面或角度解决其“定位”问题。 对于

科学研究而言,研究对象的定位无疑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如果着眼于华语本体研究,明

确以上一点会带来以下两点益处:

其一,着眼于历时,可以为华语形成及发展演变研究确立一个起始点,而对于华语的

历时研究来说,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其二,着眼于共时,可以为华语研究确立一个整体上的参照物,或者是增加一个新视

角,并对很多语言现象(主要是目前大量存在的反映华语与早期国语一致性的现象)提供

统一的解释。

1. 2　 关于华语的保守性问题

华语作为祖语,必然与原祖语保持很高程度的一致性,而关于这一点,已有一些研究

作了初步的事实证明,如施春宏(2015)通过大量事实指出,相对于普通话,泰式华文词语

的“历史”色彩较浓,具体表现是其字义或词义显得比普通话要“古旧”一些,一些在普通

话词汇系统中被看作历史词或准历史词的词语,在泰式华文中的使用仍比较普遍,而有

的在中国大陆已废弃不用的词在泰式华文中仍在使用。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早

期国语(按即原祖语)的存留现象。 此外,再如刁晏斌、侯润婕(2016)以全球华语通用的

三套餐食类名词,即“早饭、午饭、晚饭”“早餐、午餐、晚餐”和“早膳、午膳、晚膳”为对象,

对其在早期国语之前、早期国语中,以及当代普通话和华语中的使用情况分别进行考察,

证明全球华语具有早期国语这一共同基础;李计伟(2018)比较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华语中“帮忙”一词与普通话的异同,指出其主要源自早期现代汉语(按即早期国语)。

对于上述现象,李计伟、张翠玲(2019)引用国外理论从传承语(按即祖语)的保守性

角度来加以解释。 文章指出,相对于祖籍国的对应语言(按即普通话),传承语在发展上

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让今天的一些海外华语变体保留了当前普通话中已经消

亡的一些词汇、语法特征。 文中选择当前新、马华语若干明显的词汇、语法现象,将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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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国语和南洋早期华文报刊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了当今东南亚华语的某些词汇、语法

特征源自传承语的保守性。 所谓“保守”,其实是因为传承语使用者对祖籍国所使用的语

言没那么敏感了,祖籍国语言发生变化后,传承语使用者依然保守着之前他们所掌握的

语言并把它传给下一代。 文中认为,传承语的保守性是海外华语特色形成的原因之一,

然而这一点却未引起充分关注,文中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没有认清海外华语

的传承语性质,二是对海外华语的历时发展或者说早期国语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了解不

够,三是对百年来现代汉语的变化事实不够清楚。

祖语观不仅给华语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可能开辟新的领域或带来新的内

容,比如就上述“保守性”而言,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华语的历史及现实面貌?

具体在哪些方面具有哪些表现? 各方面(如语音、词汇、语法等)的表现是只有共性,还是

既具共性又有个性? 它跟其他因素(比如下文讨论的变异性)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一

关系对其有何影响? 总之,由上述一连串问号足可以说明,这方面确实大有可为,并且应

该成为华语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1. 3　 关于华语的变异性问题

前边我们讨论了华语作为祖语的保守性,然而“保守”并非一成不变。 实际的情况

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华语在其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成为如

上所说的“变异或本土化后的祖语”。 综观整个华语研究,其重心和主体部分正在于其变

异性,目的是多方面发掘其作为社会 / 地域 / 功能变体的诸多特点及表现,而这正是其变

异性存在的最好证明。

在祖语观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上述变异性及其表现依然会是一个重点,具体应该

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及持续:一是对各种变异现象进行更加充分、细致、深入的观

察与描写,二是对其形成原因作出合理、充分的解释。 相对而言,后一方面更加富有理论

色彩与内涵,并且以前关注不够,因此应该成为重要的着力点。 比如,上引郭熙(2017)所

列祖语的两个特点之一是“需要学习”,而具体的学习内容是祖语的语言系统(包括语音、

词汇、语法和语用)、祖语所负载的文化和祖语书面语。 只要是学习,就必然会有一个目

标的确定以及最终是否达到的问题,而这一点对学习的结果影响甚大。 吴福祥(2007)论

及语言不完全习得引起的变异问题,而已有的一些研究也把华语的某些特点与华语习得

的不完全联系起来。 比如,祝晓宏(2018)把泰国华语变异分为文化传承变异与华语习得

变异两类,而李计伟、张翠玲(2019)也谈及由传承语不完全习得所造成的华语变化。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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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在相关研究中,“语言学习”与“语言习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华语的某些特点的

形成与固化既与祖语的“学习”有关,同时也与对它的“习得”有关,所以这里使用“不完

全学习 / 习得”这一指称形式。 我们认为,这种不完全学习 / 习得与华语变异之间的确有

着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

陈琪(2008)在分析新加坡华语词汇变异的原因时,列出“词语全面学习不足的影响”

一条,涉及的语言事实是,华语与普通话有一些同形异色(即感情色彩不同)词语,其产生

原因主要是新加坡人在使用华语时没有词语褒贬义的概念和语感,而造成这种情况的重

要原因是华文教学中词语全面学习不足,即教师不讲或很少讲相关内容。 郭熙(2010b)

则从另一个角度作了类似的调查:哪些词在新加坡趋向于不用,其中包括一些表示细致

动作的动词,例如“提、扛、端、举、拎、捅、拧、啃、劈、摘、捆、搓、剥、拌、搂、涮、剁、留心、咽、

挣、赊、揭、馊、挑选、遗失、罩、裹、嚼、掰”等。 文中谈到,“同时我们也关心这些词语不用

后它们的替代方式。 在新加坡,似乎都在遵循已有的以下一些规律:用‘小词’ 换‘大

词’,例如那些有细微差别的动作动词像‘扛、提、端、拎’等采用更大的形式‘拿’;用英语

替换,如‘挑选’用 chose,‘遗失’用 lost,或者用句法手段,例如‘掰’用‘用手弄开’等。”文

中还认为,这样的词语及其使用状况是“学”来的。

吴菲(2016)对语言不完全习得及其所造成的“偏离”进行了讨论,文中指出:“广义

上说,不论单语者的一语,还是双语者的一语或二语,不完全习得是任何发展中语法的典

型特征。 就是说,学习者在实现完全语言发展(有时达到本族语水平)之前,可以几种方

式偏离稳定的、充分发展的成年人语言能力。”另外,文中还指出,“不完全习得也可能出

现‘石化’,指二语者相对于具有相似认知能力的成年单语本族语者在某些语法属性上无

法达到本族语水平。”

如果对以上引语稍加改造或迁移,就可以用之于本部分的论题:

其一,可以把“稳定的、充分发展的成年人语言能力”理解为原祖语,而“本族语水

平”则可以理解为祖语的表达水平,这样,上述不完全学习 / 习得的结果,就表现为对原祖

语一定程度的偏离;

其二,上述偏离现象确有很多已经“石化”,即固化为华语独具特色的部分,并成为它

的部分“区别性特征”;

然而,祖语通过学习 / 习得才能获得,而不完全学习 / 习得会造成其变异,这一点现在

仅仅有人偶尔提及,远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由此就给华语变异性研究带来新的空间

和内容。 因其涉及范围远比单一的本体研究要广,并且相关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

不完全学习 / 习得造成的华语变异并非个别现象),所以这一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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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总之,我们认为,祖语观对于全面、正确认识华语意义重大。 我们一方面可以用它来

指导华语研究,另一方面也应该而且能够用相关研究成果来为“泊来”的祖语理论贡献华

语知识及华人智慧,并使之更趋完善。

二、资源观

把语言当作一种资源,国内虽然早在 40 年前就有人提及(邱质朴 1981),但是真正形

成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语言的“资源观”,却是近些年的事情。 赵世举(2010)有一段非常

精彩的表述:“当今时代,语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语言是资源,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

的关键要素和最具活力的生长点,是软实力,是新产业、新职业的母机,是民族的血脉和

纽带,是国脉之所系。”在这样的认识下,相关研究日渐增多,范围也扩大到华语、少数民

族语以及方言等。 刘华、郭熙(2012)认为,华语不只是全世界华人的母语,也是所在国的

一种资源。 最近,郭熙又进一步指出:“海外华语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

语言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社会语言学需要搜集整理这些资

源,需要描写语言生活的各种事实和各地的华语———包括当下的和历史上的,需要在描

写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解释。” ①此外,郭熙、王文豪(2018)还从祖语传承的角度

论证其资源性,并且进一步强调,作为资源的华语既属于华人社会,实际上也属于所在国

家和地区;在讨论未来的华语研究时,也把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列为一项重要任务。

华语资源观的建立,给华语及其研究带来了新的认识和变化,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

几点:

2. 1　 全球华语是一种独特的、丰富的、宝贵的语言资源

关于这一点,徐杰、王惠(2004:12)指出:“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和文化枢纽,华语如同

英语一样早已超越了国界,已经变成了跟月亮、星星、空气一样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资

源。”李行健(2013)也曾就海峡两岸的语言状况认为,当前两岸的语言和文字差异,是分

隔在两个不同地区中各自发展的结果。 这些发展中的差异,应看作不同社区的群体对民

族共同语发展的贡献,也是我们民族共同语丰富性和多样化的可贵资源。 我们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指出,从共时层面来说,当代汉语因有上述差异而更加丰富。 两岸四地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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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共同语合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共时平面,所有现象和用法的总合构成了当代“大汉语”

的共时全貌,这一全貌远比任何一地汉语的单一面貌更为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在形式和

内涵上都达到了一个包罗四地的“最大值”,它不仅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和研究

内容,而且也为更多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现实需求。 对两

岸四地众多语言现象的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一方面为当代的语言研究者提

供了展示自己才华、进行多样性研究并产出高水平成果的非常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同时

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刁晏斌 2016a)。 以上表述如果扩大到整个全球华语,应该也是符

合实际的。

认识到华语是一种独特、丰富、宝贵的资源,对于其研究而言无疑非常重要:套用当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的一句流行口号,那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是的,得天独厚

的华语资源无疑就是一片广阔天地,华语研究者正可以在此大有作为,为世界语言学作

出属于华语、来自华人的独特贡献。

2. 2　 确立了一个华语研究的最新、最大范围

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按存在形式把海外华语资源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类,前者指

可以看到的资源,量大类多,具体包括华文文献(书籍、文稿、侨批、书信、报纸、教材等)、

语言景观(华文遗迹、碑刻、楹联、标牌、标语等)、传统音像制品及信息化产品等;后者指

不能从形式上看到但客观存在的资源,主要包括各地华语变体、各地华语传承人士心中

的“故事”、谚谣及各种传唱语言艺术作品等。 以上两个方面统而观之,实际上就确定了

一个资源观下的华语研究范围。 与已有的比较“传统”的语言研究相比,这一范围至少在

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有益扩展:

其一,扩展了“华语”的内涵,使之不仅限于语言要素及结构本身,而这或许才是真正

的“大华语”;

其二,扩展了华语的载体范围,由此可以对其进行全面、无死角的汇集,从而可以展

现更多的华语事实;

其三,扩展了华语研究的任务及目标范围,使之接近于、甚至达到了最大化以及全

覆盖。

在上述范围内进行对比查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已有华语研究的进展及不足,而这

无疑有助于发现、明确新的用力方向以及找到新的增长点。 比如华语语言景观,以前虽

然也偶有涉及(如邱克威 2013),但总体上比较沉寂,因此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王晓梅

·272· 励耘语言学刊



(2020)指出,海外华语研究可以借助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范围,文章提出宏观

和微观两个视角,前者主要涉及华语使用与认同研究,以及历时的语言景观变化所反映

的社会语言变迁;后者则主要关注华语变异研究。 另外,王文还总结了华语景观研究的

三个特点,即语料新、方法新、观念新,认为海外华语研究与语言景观研究可以互相补充,

美美与共。

如果说,以上所列各种语言资源是静态存在的话,那么语言生活则是一种动态资源,

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由此也会给华语研究带来新的内容。 比如,着眼于语言生活,语言接

触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在不同的言语社区具体表现并不相同。 比如在马来西亚,洪丽

芬、黄曼凌(2019)指出,当地华人一般会说华语、英语和马来语,也广泛使用祖籍方言或

地方方言。 华人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中有多种语言群,包括华语、马来语、英语或其他语言

群。 当地华人在社会活动中与不同语言群不时接触,耳濡目染中,他们在谈话中往往不

经意地混杂使用不同的语言。 这种多语混杂的状况,就是一种独特的、活的资源,并且给

当地华语带来一些独特的表现,而这自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王晓梅(2019)用马来西亚

华语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华语(无论是词汇、语音还是语法)研究都应该充分考虑“古、方、

普、外”四个视角,以解释各地华语特征的结构特点与形成原因,并建构华语研究的理论

视角,其中对“外”角的强调,就是充分考虑到了当地语言接触的现实及其特点。 我们曾

经调查马来西亚华语与英语的接触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的“外来移植义”,比如动词

“拿”受英语动词 take 的影响产生了传统所无的“申请、申领,获得”等义(刁晏斌 2021a),

而“干粮”常用作“干的蔬菜、豆类、海味等副食品的统称”也是因对译英语“dry
 

food”而产

生的当地特色新义(刁晏斌 2021b),这样的研究无疑在以往一般词汇调查与对比的基础

上前进了一步。 再如,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指出,海外华语存在于不同的时代、不同

的环境中,有的即将消失,是一笔值得抢救的资源。 对于值得抢救的语言资源,自然需要

进行抢救性的发掘与研究,而这也是华语研究的一个新任务。

2. 3　 华语研究成果也是资源

我们认为,不仅华语是资源,华语研究成果也是一种资源,这或许是对华语资源观的

一种合理延伸。 如果说,前者是“原生资源”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再生资源”或“二次资

源”,应该而且值得大力开发与充分利用。

邢福义、汪国胜(2012)指出,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理论目标是“通过对华语语法的深

入研究,力求提出一些关于汉语语法特点和规律的新的见解,丰富汉语语法理论。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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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语内部的不同变体、华语与外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以及华语的变异形态等问题的考

察,力求得出一些关于语言发展的新的认识。”这里,明确指出华语语法研究在理论上的

两个诉求:一是丰富汉语语法理论,二是得出关于语言发展的新认识。 从“汉语”到“语

言”,这显然是从具体语言学到普通语言学这样由低到高的两个层次,以下我们主要立足

于前一方面展开讨论,附带也会谈及后一方面。

郭熙(2006)指出,“显然,华语的研究,尤其是着眼于空间维度推移上的华语研究,将

是我们观察汉语标准语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我们对标准规范化过程的一个检验的机

会。”这里把华语研究作为观察“汉语标准语”即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我们看来就是

把前者作为一种研究资源加以利用。 刁晏斌(2019)认为,除了由普通话看华语外,还应

当确立另外一个视角,这就是由华语看普通话,由此会给后者的研究带来极大助益:在共

时方面,有助于对普通话基本面貌及特点的了解与认识,有助于研究范围的拓展,有助于

相关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在历时方面,有助于理清百年汉语的发展线索,有助于进一步明

晰普通话形成及发展的过程,有助于具体现象的历时研究。 这里“由华语看普通话”的

“华语”,既包括华语的具体事实,也包括由对其梳理、归纳而得出的认识,即华语研究成

果,它们都可以作为普通话一个方面的重要研究资源。

具体而言,比如李行健(2013)着眼于海峡两岸词汇差异的“显著”程度,提出了“显

性差异”与“隐性差异”概念,后者指两岸词语在义项、色彩、搭配、应用频率、方言和异形

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进行海峡两岸词汇的“微观对比研究”,主张把

对比“触角”下探和内移,深入到词内部的语素和义素层面(刁晏斌 2016b)。 后来,我们

把这一思想推及华语词汇对比研究①。 例如“投诉”一词,其在普通话中具有[ +侵害] [ +

申诉][ +对部门]这三个义素(语义特征),而在华语中它们却有一定程度的衰减甚至于

脱落,这样其实际义素就是[ ±侵害] [ ±申诉] [ ±对部门],而这也就是两区之间的隐性

差异。

我们也曾把这一方法用于普通话词义发展变化研究,比如“沦陷”一词,当下有很多

用法都是围绕一个与原义位不同的新义位,或者是在这一新义位统制之下的“义位变

体”,即由指某一地方未能守住而被敌人占领,到义指未能守住正确的、正常的、本真的境

况或状态,由此陷入不正确、不正常、非本真,甚至是违规、犯罪的“病态” 状况与境地。

新、旧义位相比,至少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由专指到泛指,二是由具体到抽象,三是因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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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性引申(比喻)而具有的形象色彩。 当然,新旧义位之间也有不变因而相同的一面,

这就是[ +遭受][ +贬损][—如意](刁晏斌 2018b)。

除此之外,这样的微观对比研究还可以用于普通话同义词语之间的对比,以及工具

书的释义等,由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词义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在“语言”层面,“社区词”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社区词概念最早由

香港学者田小琳根据香港社区的语言现实提出(田小琳 1995),后来进入“大华语标准视

角下的研究”(田静、苏新春 2019),而施春宏(2015)把社区词界定为“形式上是普通话词

而在某个社区流通的词”,或者“形式上是通用语而在某个社区流通”的词,并认为这样就

由华语社区词拓展到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通用语社区词;并且,这样的表述既能将社

区词跟方言词相区别,又能将它跟通用词相区别,因而更能揭示社区词的本质。 这样,施

文就把对社区词的认识提高到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由此就使得起于华语研究的社区

词概念及相关理论成为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

三、历时观

这里所说的历时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华语的历时观,二是华语研究的历时观,以下

分别讨论。

3. 1　 华语的历时观

所谓华语的历时观,简言之就是坚信华语有史,并主张对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深

入细致的研究。 关于这一点,邱克威(2012)明确指出:“首先从历史来看,马来西亚华语

从大陆母体中分离出来置于一个全然不同环境中发展已有上百年历史,这期间产生的差

异必然很大。”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徐威雄(2012)提出了“马新华语史”概念,后来

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探讨从 1919 年直到二战前马新华语的推广与演进(徐威雄

2020)。 刁晏斌(2017a)则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华语史”概念,认为其是马新

华语史的“扩展版”和“升级版”,文中列出了“普通话史+国 / 华语史=全球华语史”等式,

指出全球华语的形成及发展演变过程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有充分的事实依

据,而其背后则有很强的规律性和丰富的理论内涵。

近些年的华语研究中,属于或涉及华语史的成果虽然很少,但无疑已经起步,这是一

个可喜的进步。 比如,邱克威(2014)调查了“五四”时期新加坡报纸《叻报》一些词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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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讨论了其词汇史价值,并且归纳、强调了具体研究的四个考察视角:一是近现代汉

语词汇形成的动态考察视角,二是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中方言与官话二系互动的考察视

角,三是新马华语词汇形成的历史考察视角,四是民国国语运动对新马华人华语词汇应

用影响的考察视角。 刘晓梅(2016)针对《全球华语词典》语料库的建设问题提出自己的

建议:“《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不光要依据共时的静态语料库,还要依据历时的动态语料

库,可以考虑各区域分为早期(20 世纪 40 年代及以前)、中期(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

代)、近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这一建议无疑也是基于对华语历时发展的认识,并且

已经开始涉及其阶段性及分期问题。 此外,再如车淑娅、周琼(2018)对清末民初新加坡

华文报章中的时点时间词进行了研究,显属华语史前端的举例性剖析;而李计伟(2018)

则立足于当下,考察普通话、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语以及 台湾“国语”在动词“帮忙”用法

上存在的共时差异以及该结构在普通话中的历时变化,最终的结论是华语“帮忙+NP对象”

等结构均来自传统国语,这自然也是着眼于历时的回溯性研究。

最近,由笔者担任中文主编的国际双语学术期刊“ Global
 

Chinese” (《全球华语》)

2021 年第 1 期开设“华语史”专栏,共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 一篇是邱克威的《1930 年代

“大众语”在新马的宣传及其对国语推广的影响》,讨论了早期华语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社

会历史文化背景,属于比较宏观的考察与论述;另外三篇则由语言事实入手,来对具体的

发展演变进行举例性的描写与分析。 刁晏斌的《东南亚华语初期发展变化考察———以

〈新国民日报〉为例》以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新国民日报》为对象,以 1919 年末—1920

年初和 1933 年为两个时间点,进行了二者之间多个语言项目发展变化的对比性调查;李

权的《早期东南亚华语的几种数量表达形式及其发展》以新加坡《叻报》为例,从时间、金

额等方面对 1919 年前后东南亚华语的数量表达形式进行了考察与梳理;卢月丽的《新马

华语“被”字式历时考察》分阶段考察了华语“被”字式百年来的简化与繁化两种发展变

化路径与取向,试图由此来以小观大、借斑窥豹,再现华语的发展与演进历史。

在华语的历时观下,我们的基本认识是,相对于大量的共时研究而言,其历时研究确

实少之又少,因此,今后有必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切实的、更大的努力:一是把华语历

时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二是在华语共时研究中加入历时视角,并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二者的真正结合。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华语史的长度基本与普通话史相当,但因其长期孤悬海外,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和影响,所以其发展演变事项比普通话更加丰富,是独特、宝贵的语言资源,值得花大气

力去发掘和利用;

其二,现在,在语言研究中坚持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早已成为共识,但是其在华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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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表现却不尽人意,因此亟待加强;

其三,已有的尝试性初步研究,一方面证明华语的历时内涵非常丰富,另一方面也证

明其研究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

其四,总体而言,华语历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拓荒”性质,更容易出成果、出方

法、出理论,并且一定会成为华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3. 2　 华语研究的历时观

华语的历时观必然会在华语研究中反映和体现出来,因此以上所说有一些也可以归

结为华语研究的历时观。 不过,除上述内容外,侧重于“研究观”,还有两个方面需要加以

明确和强调:一是整体的历时观,二是具体研究中的历时观。

就前者而言,是在华语的语言观及语言研究观中,把历时因素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在

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同样也把历时考察或结合历时的共时分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在

华语规律的总结、理论的归纳和升华中,同样也应有属于历时的一席之地。 赵世举

(2017)倡导“整体华语观”,具体而言就是要强化全球华语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全面

地看待华语。 其具体要义有三:一是充分重视不同社区华语的渊源,多从历史联系中去

分析和解决华语的理解和使用中的各种问题;二是充分重视全球华语的现实整体性和联

系性,多从全球华语整体视角去考察不同社区华语的异同,客观对待和正确处理差异性;

三是充分把握华语发展的互动性和趋同性,顺应全球华语的融合发展。 以上三点有两点

明确立足于历时,而这就是华语研究整体历时观的具体体现。 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

在总结华语资源研究的学术意义时,提到“有助于拓宽汉语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加强华语

研究的历时纵深”,这一表述同样也反映了作者的华语研究历时观。

就后者来说,则主要是指在具体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华语历时发展以及与参照对象

普通话关系及其变化的特殊性。 刁晏斌(2020)由大陆与台湾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差异”

与“现实差异”入手,提出了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研究的历时观问题。 “历史差异”是指过

去的差异,而“现实差异”则是指当下的差异,在两岸语言由差异走向融合的条件和背景

下,二者的内涵、范围等并不相同,而这正是两岸语言及其关系的历时发展所致。 以上观

点强调在共时状况的对比研究中关注历时发展,而在历时发展研究中还应关注当下甚至

“即时”的状况,这同样也适用于华语研究,并且有理由构成其具体研究历时观的一项重

要内容。

在华语研究中,一般都以普通话为参照,指出其与后者的诸多差异,并以之为华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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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表现或重要特征。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

随着语言的发展,上述差异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 比如,周清海(2002)论及新

加坡华语的诸多变异现象,其中包括“休养、帮忙、提名、挑衅、备战、作废、挑战”等词经常

带宾语,下边引用陆俭明先生的观点说这些动词在中国普通话里都是不及物动词,都不

能带宾语。 然而,时至今日,在普通话中,像“提名、挑衅、备战、挑战”作为及物动词使用

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就是“休养、帮忙、作废”带宾语的用例也并非不可能,以下各举

一例:

全国检察机关第十五期先进工作者休假团在四川集体休假,休养身心,相互切

磋,立志再创佳绩。 (检察日报 2012. 8. 13)

卡普里莱斯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先后向国家选举委员会和最高法院提交要求作

废选举结果的申请。 (新华网 2013. 8. 8)

2018 年 6 月,李伟以帮忙孩子入学、询问醉驾案情为由,以请客送礼、打点费的

借口共索要了两万余元。 (扬子晚报 2019. 1. 20)

也就是说,上引周文所谈大致属于“过去”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现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消解或者淡化了,由此就体现了二者差异的历时发展变化,而对此类现象的关注、发

掘以及适当加以呈现,就是华语具体研究中的历时观的直接体现。

如果说,以上是差不多 20 年前的研究,其所反映的事实可能已经不够典型,那么我

们再举一个近期的例子。 方清明、温慧雯(2017)谈到,《全球华语大词典》收“调涨”一

词,义为“调整涨价,上调价格”,标注使用区域为 台湾和马来西亚,然而在大陆普通话和

泰国华语里,此词已经比较常见。 这样,立足于当下,上述台、马与普通话的有无之别就

基本不存在了。 再如虚义动词“搞”,堪称普通话的“标志性”动词,使用频率极高,但在

华语中一度很少使用,且多用于贬义,而在全球华语“大融合”的背景下(周清海 2016),

近年来情况已经变化,具体表现就是中性用例日渐增多,以下举几个马来西亚华语用例:

他也揶揄林冠英只会操弄政治,却不会把握机会和趋势,把槟州政治搞好。

(《光华日报》2017. 10. 3)

多年来很多人问,搞舞狮活动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

多年来都出钱出力的搞这项活动? (《亚洲时报》2019. 3. 12)

这是不是人家说的,搞零售的过江龙斗不过地头蛇,就不得而知了。 (《星洲日

报》2019.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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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语研究的历时观下,我们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华语的共时状况是其历时发展的结果,所以要研究前者,离不开后者的关照与

支持,换言之,历时观首先应当作为一种学术理念贯穿整个研究过程,而历时也应作为一

个观察华语面貌及其特征的固定视角。

其二,既要研究“过去的差异”,更要关注“现在的差异”,应建立语言差异的动态观

和发展观,这样的观念必然把华语研究引向“当下”及“实时”,而不是停留在某一“过去”

的共时层面,这一点首先应在语料的汇集与选取上体现出来。

其三,华语与普通话“过去的差异”由分化而来,而“现在的差异”则是融合所致,研

究中应当注意二者之间的对比与参照,从而真正建立起差异与融合并重的“两翼”模式。

其四,“过去的差异”与“现在的差异” 相比,不仅有如上所说的具体项目及范围缩

小,如果说这是“下降”模式的话,那么同时还有某些新差异产生的局部“上升”模式:比

如产生于某一言语社区、其他社区所无的新词语、新用法等。 由此给出的启发与提示是,

历时并非单一的线索,发展也有不同的表现,而对不同线索与表现的全面关注,必然为华

语历时研究带来更大、更多的收获。

四、结语

以上我们立足于华语本体研究,结合已有认识,对属于其理论建设的三个方面,即华

语的祖语观、资源观和历时观,谈了我们的意见和看法。 关于祖语观,海外华语的原祖语

是什么?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华语从哪里来,而已有的相关认识不无偏颇

之处。 我们认为,华语的原祖语只能是上世纪前半叶的早期国语,由此华语的定义也应

改为“以早期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 另外,在祖语观下可以看到,当今华语

的一些重要特点来自其作为祖语所具有的保守性;而对于其变异性,则可以从祖语学习 /

习得的不完全性角度寻求一种新的解释。 关于资源观,通过对资源种类及载体等的梳理

和认识,能够确立一个华语研究的最新、最大范围,在此基础上可以对照已有研究,清楚

地看到其不足及薄弱环节,进而有针对性地加强,并寻找华语研究新的增长点。 另外,我

们还对华语资源观作了一定的延伸:认为不仅华语是资源,华语研究成果也是一种资源,

可以用之于华语以外其他方面(主要是普通话)的研究。 关于历时观,为了能够认识及阐

述得更加全面一些,我们划分为华语的历时观和华语研究的历时观,分别加以说明,并且

指出由此引发的一些应有思想和意识,以及如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加以体现。

刁晏斌(2012)首次提出了“全球华语学”概念,后来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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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指出它是以全球华人共同语为研究对象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研究领域分为共时

和历时、理论和应用、微观和宏观等三个相互对立、依存的方面,其任务是描写语言事实,

寻找并解释其发展规律、发掘理论、总结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

他相关领域(刁晏斌 2017b),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着眼并立足于华语理论建

设的。 王晓梅(2017)指出,就研究趋势来说,对于全球华语的本体描写将从宏观走向微

观,而且在与普通话比较的过程中提炼语法、词汇与语音变异的机制,积累对语言事实的

描写,丰富语言接触理论、语言变异理论等,揭示了华语研究由事实走向理论的路径。 纵

观近年的华语研究,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上述发展趋势,但总体而言犹有所待,而实际上我

们本来有理由、也有条件做得更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为此,我

们倡导和呼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切实努力:

其一,“本体”研究者积极参与华语研究,不应局限于简单的、浅表性的“比较”或“对

比”,而是对华语各方面的特点及其规律进行本体研究式的充分考察与细致分析,从而提

高研究质量和水平;

其二,增强华语研究的理论意识,一是尝试使用更多的有可能带来新认识的新理论、

新方法,二是在华语研究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使之系统化;

其三,重量级学者积极参与其中,通过自己的探索与实践,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并

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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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ly
 

related
 

to
 

the
 

views
 

of
 

Chinese
 

language,
 

in
 

this
 

paper
 

we
 

main-

ly
 

focus
 

on
 

the
 

noumenon
 

and
 

related
 

researches,
 

and
 

discuss
 

three
 

concepts
 

and
 

ideas
 

that
 

have
 

been
 

initially
 

forme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namely,
 

ancestral
 

linguistic
 

views,
 

language-resource
 

views
 

and
 

diachronic
 

linguistic
 

views,
 

and
 

puts
 

forward
 

our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in
 

these
 

thre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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